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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年龄、隔代抚养与经济增长

郭凯明　余靖雯　龚六堂＊

　本文研究了退休年龄通过隔代抚养机制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提出延迟退休年龄挤出了年老人的隔代抚养时间，对人力资
本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影响：一方面提高了年轻人生育机会成本，
在数量和质量替代关系的作用下，年轻人提高子女的平均教育投入，
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降低了年轻人劳动供给时间，在
干中学效应的作用下，年轻人更慢积累工作经验，从而阻碍人力资
本积累。在这两种渠道作用下，存在使经济增长最快的最优退休
年龄。

　退休年龄，隔代抚养，经济增长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１．０２．０６

一、引　　言

随着中国长期保持低生育率和高预期寿命，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这
将给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带来巨大压力。中国１６—６４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
数量分别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３年达到峰值，之后转为下降；劳动力供给在２０１８
年出现近６０年来首次下降，并且据ＩＭＦ估计，未来３０年中国劳动力将降低

１．７亿左右。经济未富先老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而延迟退
休年龄将成为一个必然的政策选项。但是，延迟退休年龄是否能够缓解劳动
力供给下降趋势，从而稳定经济增长呢？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的两个特点与这一问题密切联系。第一个特点
是中国家庭普遍具有隔代抚养文化，即年老人帮助家庭抚养孙辈 （何圆和王
伊攀，２０１５；卢洪友等，２０１７；邹红等，２０１８）。１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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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家庭隔代抚养也存在于其他国家。Ｄｉｍｏｖａ　ａｎｄ　Ｗｏｌｆｆ（２０１１）、Ｃｏｍｐｔ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ａｃｋ（２０１４）发现欧洲
和美国部分家庭中也存在隔代抚养现象，对女性劳动供给产生了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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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４年数据，小孩白天主要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照料的家庭比
例为２７．８５％，晚上为２３．５３％。考虑到这一统计数据只是调查了小孩的主要
照料者，实际中即使父母是小孩的主要照料者，年老人也会参与照料小孩，
因此家庭隔代抚养的比例会更高。这意味着年老人即使退休仍会从事家庭内
劳动，从而降低了年轻人养育子女的时间成本。因此，延迟退休年龄可能会
挤出这部分劳动，影响到年轻人生育率和劳动供给时间，即从劳动力供给数
量角度影响了经济增长。
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仍然较低，但增长较快。根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当前中国劳动力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凭的比例不到１／３，但整体质
量正快速提升，最近几年每年都有７００万以上大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意味
着评估中国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宜只关注数量变化，而且应关注
质量变化。而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又同时受到了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 （Ｂｅ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ｗｉｓ，１９７６；Ｂｅｃ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０；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９）。因此，延迟退休年龄在影响家庭生育率的同时也影响了小孩的人力资
本形成，即从劳动力供给质量角度影响了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统一增长理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了上述

两个特点，研究了延迟退休年龄通过影响家庭隔代抚养程度，进而影响生育率
和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机制。与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相比，统一增
长理论的显著特征是通过引入Ｂｅ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ｗｉｓ（１９７６）提出的生育数量和质量
的替代关系，将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时内生化，使这一理论在解释长期人口
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方面拥有明显优势 （Ｂｅｃ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０；Ｇａｌｏｒ　ａｎｄ　Ｗｅｉｌ，

２０００）。目前这一理论发展已经日趋成熟，在人口增长、收入分配、公共政策、
结构转型和健康经济学等领域都有着广泛应用 （郭凯明和颜色，２０１７）。
本文研究发现，延迟退休年龄挤出了年老人的隔代抚养时间，对人力资本

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影响：一方面提高了年轻人生育机会成本，在数量和质量
替代关系的作用下，年轻人降低生育率，提高子女的平均教育投入，从而促进
人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降低了年轻人劳动供给时间，在干中学效应的作用下，
年轻人更慢积累工作经验和工作技能，从而阻碍人力资本积累。在这两种渠道
作用下，存在使经济增长最快的最优退休年龄，即在退休年龄较低时，延迟退
休年龄将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即使人口增长放缓仍能提高经济增长率。但在退
休年龄较高时，延迟退休年龄将阻碍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人口和经济增长率。
此外，本文还发现随着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延迟退休年龄更可能促进人力资本
积累和经济增长。在社会养老保障税税率较低时，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关于退休年龄对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颇丰，有力推动了这

一领域的快速发展 （林忠晶和龚六堂，２００７；Ｈａｚａｎ，２００９；康传坤，２０１２；

Ｍｉｚｕｎｏ　ａｎｄ　Ｙａｋｉｔａ，２０１３；郭凯明和颜色，２０１６；严成樑，２０１６，２０１８）。但
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同时考虑隔代抚养和人力资本这两个特征。Ｃａｒｄｉａ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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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ｇ（２００３）研究了隔代抚养对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的影响，但没有讨论对
人力资本和生育率的影响。郭凯明和颜色 （２０１６）、严成樑 （２０１８）是与本文
最相关的文献。郭凯明和颜色 （２０１６）讨论了延迟退休年龄对人力资本积累
的影响，但没有关注到家庭隔代抚养文化在其中的作用。严成樑 （２０１８）强
调了延迟退休年龄通过家庭隔代抚养文化影响生育率的经济机制，但是没有
深入讨论生育率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互动关系。本文将隔代抚养与生育数量和
质量的替代关系相结合，进一步发展了延迟退休年龄的理论研究。
本文关于人口预期寿命和社会养老保障的讨论也补充了相关文献。使用

统一增长理论研究人口预期寿命和社会养老保障的文献很多。Ｅｈｒｌｉｃｈ　ａｎｄ　Ｌｕｉ
（１９９１）提出在家庭养儿防老的经济机制下，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将带来更快的
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Ｚｈａｎｇ （１９９５）详细讨论了社会养老保障通过家庭
遗产动机改变了生育和教育的选择，进而影响了人口和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在Ｚｈａｎｇ （１９９５）的模型中又进一步引入了预期寿命，
发现预期寿命增加可以降低生育率，促进人力资本投资。郭凯明和龚六堂
（２０１２）研究了在家庭养儿防老经济机制下，社会养老保障对人口和经济增长
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强调了家庭内部的收入转移，要么是子女赡养父母，
要么是父母给子女遗产，都未关注到隔代抚养这一经济机制。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基本模型，第三部分展开理论分

析，第四部分进行数值模拟，第五部分总结。

二、基 本 模 型

这一部分建立代际交叠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将生育率选择、人力资
本积累和隔代抚养同时内生化。假设个人生存三期，分别为人力资本形成期、
发展期和成熟期，对应于个人年幼期、年轻期和年老期。在人力资本形成期，
个人接受父母提供的教育投入，形成人力资本；在人力资本发展期，个人开
始工作，同时生育子女，并继续积累人力资本；在人力资本成熟期，个人继
续工作到法定退休年龄后退休，退休后使用一定时间隔代抚养孙辈。
产出用Ｙｔ 表示，本文使用下标ｔ表示时期。生产部门由一个代表性厂商

在完全竞争市场下以Ｒｔ的租金租用物质资本Ｋｔ ，以ｗｔ的有效工资率雇用人
力资本Ｈｔ 进行生产，生产技术满足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型，即：

Ｙｔ＝ＫαｔＨ１－α
ｔ ，

其中，０＜α＜１为常数。
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最优性条件给出：

Ｒｔ＝αＫα－１ｔ Ｈ１－α
ｔ ， （１）

ｗｔ＝（１－α）ＫαｔＨ－α
ｔ ． （２）

个人一生所有决策均是在人力资本发展期做出的。在ｔ期，人力资本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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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为ｈｔ ，拥有一单位时间禀赋。个人在这一时期生育ｎｔ
个小孩，养育每个小孩需要占用ｖ单位时间。由于存在家庭隔代抚养，个人
的父母可以提供ｕｔ 单位时间隔代抚养小孩，于是，个人养育小孩的总时间为
ｖｎｔ－ｕｔ 。个人把剩余的时间全部用于劳动，劳动供给时间为１－（ｖｎｔ－ｕｔ）。
于是，个人在这一时期获得的劳动收入为ｗｔｈｔ［１－（ｖｎｔ－ｕｔ）］。
个人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教育子女。借鉴ｄｅ　ｌａ　Ｃｒｏｉｘ　ａｎｄ　Ｄｏｅｐｋｅ（２００３）

的设定，假设每个子女得到的平均教育投入为ｑｔ ，教育价格取决于工资率
ｗｔ ，于是总教育支出为ｗｔｑｔｎｔ 。个人把剩余收入一部分用于消费ｃｔ ，一部
分用于储蓄ｓｔ 。因此，个人在人力资本发展期的预算约束方程为：

ｃｔ＋ｓｔ＋ｗｔｑｔｎｔ＝ｗｔｈｔ［１－（ｖｎｔ－ｕｔ）］ ． （３）
假定存在干中学效应，个人在工作中积累工作经验和工作技能，人力资

本水平不断提高 （Ａｒｒｏｗ，１９６２）。到了人力资本成熟期，个人人力资本发展
为ｍｔ＋１ 。个人劳动时间越长，干中学效应越强，人力资本发展得也越快。基
于此，设定ｍｔ＋１ 满足：

ｍｔ＋１＝ξｈｔ［１－（ｖｎｔ－ｕｔ）］， （４）
其中，参数ξ＞０为常数。式 （４）意味着养育子女占用了父母劳动时间，不
利于其积累人力资本，这在实证研究上也有很多间接证据。由于女性承担了
大部分的养育成本，导致生育后与男性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在不同国家的
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别 （Ａｎｇｅｌｏｖ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Ｋｌｅｖ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如果存
在隔代抚养，那么女性的劳动供给将会显著提高 （Ｄｉｍｏｖａ　ａｎｄ　Ｗｏｌｆｆ，２０１１；

Ｃｏｍｐｔ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ａｋ，２０１４）。
在这一时期，个人生育的小孩将处于其人力资本形成期。小孩接受个人

提供的教育投入ｑｔ ，在期末形成人力资本ｈｔ＋１ 。由于父母和祖辈的陪伴，父
母的人力资本ｈｔ 和祖辈的人力资本ｍｔ 都会影响小孩的人力资本形成。基于
此，设定ｈｔ＋１ 满足：

ｈｔ＋１＝ζｑθｔｍμｔｈ
１－θ－μ
ｔ ， （５）

其中，参数ζ＞０，０＜θ＜１，０＜μ＜１均为常数，且θ＋μ＜１。
在人力资本成熟期，个人拥有ｚ（ｚ＜１）单位时间禀赋。变量ｚ衡量了

个人预期寿命。个人将工作一段时间ｌ，获得劳动收入ｗｔ＋１ｍｔ＋１ｌ，之后退
休。变量ｌ衡量了法定退休年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个人将工作更长时间，
即ｌ提高。个人的子女在这一时期生育ｎｔ＋１个小孩，个人使用ｕｔ＋１时间隔代抚
养孙辈。最后个人将享受剩余的ｚ－ｌ－ｕｔ＋１ 的闲暇时间。个人在这一时期还
会获得储蓄回报Ｒｔ＋１ｓｔ ，Ｒｔ＋１为储蓄回报率。个人把全部收入用于满足这一时
期消费ｄｔ＋１ 。因此，个人在人力资本成熟期的预算约束方程为：

ｄｔ＋１＝ｗｔ＋１ｍｔ＋１ｌ＋Ｒｔ＋１ｓｔ． （６）
个人关心自己的消费和年老闲暇时间。个人生育子女并为子女教育进行

投入，表现为个人关心子女的数量和人力资本。个人在年老期隔代抚养孙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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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个人关心孙辈的数量。基于此，设定个人一生效用函数为：

ｌｏｇｃｔ＋βｌｏｇｄｔ＋１＋γｌｏｇ（ｎηｔｈｔ＋１）＋φｌｏｇ（ｚ－ｌ－ｕｔ＋１）＋ψｌｏｇｎｔ＋１ ， （７）
其中，参数β＞０、γ＞０、η＞０、φ＞０和ψ＞０为常数，分别表示个人对年老
消费、子女数量和人力资本、子女数量相对人力资本、年老闲暇时间、孙辈
数量的重视程度。
用Ｎｔ 表示人力资本发展期的年轻人口总数。生育率决定了人口增长，即：

Ｎｔ＋１＝Ｎｔｎｔ． （８）
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出清条件为生产部门雇用的人力资本等于家庭部门

年轻人和年老人提供的人力资本之和，即：

Ｈｔ＝Ｎｔｈｔ［１－（ｖｎｔ－ｕｔ）］＋Ｎｔ－１ｍｔｌ ． （９）
物质资本在每一期完全折旧，于是资本市场出清条件为下一期生产部门

租用的物质资本等于这一期家庭部门年轻人的总储蓄，即：

Ｋｔ＋１＝Ｎｔｓｔ． （１０）

三、理 论 分 析

（一）生育率、教育投入和隔代抚养的选择

求解个人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关于生育率ｎｔ 和教育投入ｑｔ 的最优
性条件为：

γη
ｎｔ
＝
１
ｃｔ
ｗｔｈｔｖ＋ｗｔｑｔ＋ξ

ｗｔ＋１ｈｔｖｌ
Ｒｔ＋１［ ］， （１１）

γθ
ｑｔ
＝
１
ｃｔ
ｗｔｎｔ． （１２）

式 （１１）、（１２）等号左边分别是生育和教育的边际收益，等号右边分别是生
育和教育的边际成本，均采用消费的边际效用衡量。教育投入越多，生育的
边际成本越高，个人倾向于降低生育率；生育率越高，教育的边际成本越高，
个人倾向于降低教育投入。这体现了Ｂｅ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ｗｉｓ（１９７６）提出的生育数
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生育的边际成本中，第一项和第二项分别是生育的机
会成本ｗｔｈｔｖ和教育投入成本ｗｔｑｔ 。由于生育降低了劳动供给时间，导致人
力资本发展较慢，下一期收入在边际上降低ξｗｔ＋１ｈｔｖｌ，使用利率Ｒｔ＋１进行贴
现后即为第三项。此外，模型中教育投入成本ｗｔｑｔ 为物质成本，但也可能家
庭为子女教育投入时间成本。如果把变量ｑｔ 变为教育投入时间，那么上面两
式依然成立，生育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仍然不变。
关于隔代抚养时间的最优性条件为：

φ
ｚ－ｌ－ｕｔ＋１

＝ ψｎｔ＋１
ｎｔ＋１
ｕｔ＋１

． （１３）

式 （１３）等号左边为隔代抚养的边际成本，体现为隔代抚养减少了年老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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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时间，降低了年老人的效用；等号右边为隔代抚养的边际收益，体现为
隔代抚养提高了孙辈的数量，提高了年老人的效用。可以看到，退休年龄ｌ
提高后，年老期可以用于隔代抚养或闲暇的总时间ｚ－ｌ将降低，隔代抚养的
边际成本将提高，个人将降低隔代抚养时间。
相对于城镇家庭，中国农村家庭的隔代抚养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一方

面，农村家庭的年老人仍然会继续务农，而由于农业劳动的非连续性和家庭
的内部分工，导致隔代抚养并不会显著减少务农或闲暇时间，这意味着农村
家庭隔代抚养时间更长，生育的时间成本更低，因而生育率更高。这在模型
中可以通过设定隔代抚养ｕｔ＋１对年老期总时间ｚ－ｌ的降低作用更小来引入这
一机制，此时根据式 （１３），隔代抚养的边际成本更低，因而隔代抚养时间更
长。另一方面，农村家庭的年老人的人力资本水平更低。根据式 （５），由于
孙辈的人力资本积累受年老人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教育投入对孙辈的边
际影响也会更小。此时，农村家庭教育投入的边际收益相对于边际成本更低，
农村家庭教育投入就会相对较少，导致农村家庭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更慢。
因此，虽然下文分析中并未区分城乡，但上述经济机制也可以用于研究城乡
家庭在生育率和教育投入上的差距。

（二）平衡增长路径

首先考虑局部均衡下的平衡增长路径。此时，生产要素价格工资率ｗｔ 和
利率Ｒｔ 均保持恒定并外生给定，于是隔代抚养时间ｕｔ 、生育率ｎｔ 、教育投
入与人力资本之比ｑｔ／ｈｔ 、年轻人的劳动供给时间１－（ｖｎｔ－ｕｔ）、个人人力
资本代际增长因子ｇｔ＋１＝ｈｔ＋１／ｈｔ 均为常数。去掉下标ｔ表示变量在平衡增长
路径下的取值。这些变量满足：

ｕ＝ ψ
φ＋ψ

（ｚ－ｌ）－ φ
φ＋ψ

， （１４）

ｎ＝ γ（η－θ）
（１＋β＋γη）ｖ

（１＋ｕ）＝ γ（η－θ）
（１＋β＋γη）ｖ

ψ
φ＋ψ

（１＋ｚ－ｌ）， （１５）

ｑ
ｈ ＝

θｖ
η－θ（ ）１＋ξｌＲ（ ）， （１６）

１－（ｖｎ－ｕ）＝
１＋β＋γθ
１＋β＋γη

ψ
φ＋ψ

（１＋ｚ－ｌ）， （１７）

ｇ＝ζ
１
１＋μ

θｖ
η－θ（ ）１＋ξｌＲ（ ）［ ］

θ
１＋μ

ξ
１＋β＋γθ
１＋β＋γη（ ） ψ

φ＋ψ（ ）（１＋ｚ－ｌ）［ ］
μ
１＋μ
．

（１８）

由式 （１）和 （２）知，工资率和利率恒定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比
恒定，人均产出衡量的经济增长因子即为个体代际人力资本增长因子。再由
式 （４）和 （９）知，隔代抚养时间和生育率恒定时，总产出衡量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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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等于生育率和个体代际人力资本增长因子之积。因此，变量ｇ和ｎｇ分别
为人均产出和总产出衡量的经济增长因子。下文如无特别说明，将使用人均
产出的增长来衡量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增长因子由个体代际人力资本增长因
子决定。

假设：
（２μ＋１）Ｒ
（１＋ｚ）ξ

＜θ＜η。这一假设保证了生育率始终为正，且教育投

入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足够大。
为了分析退休年龄的影响，把式 （１４）—（１８）对ｌ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得到：

ｄｕ
ｄｌ ＜０

，ｄｎ
ｄｌ ＜０

，ｄ［１－（ｖｎ－ｕ）］
ｄｌ ＜０，

ｄｇ
ｄｌ ＞０ｌ＜

θξ（１＋ｚ）－μＲ
（θ＋μ）ξ

，

ｄ（ｎｇ）
ｄｌ ＞０ｌ＜

θξ（１＋ｚ）－（２μ＋１）Ｒ
（θ＋２μ＋１）ξ

．

上述结果说明退休年龄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呈现倒 Ｕ形关系。图１给出

了这一关系。可以看到，当ｌ＝θξ
（１＋ｚ）－μＲ
（θ＋μ）ξ

时，个人产出衡量的经济增长

率即人力资本代际增长率达到最大；当ｌ＝θξ
（１＋ｚ）－（２μ＋１）Ｒ
（θ＋２μ＋１）ξ

时，总产

出衡量的经济增长率达到最大。

图１　局部均衡下退休年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论１：在存在隔代抚养且生产要素价格不变的经济中，延迟退休年龄
后，家庭隔代抚养时间、年轻人生育率和年轻人劳动供给时间均下降。
结论２：在存在隔代抚养且生产要素价格不变的经济中，延迟退休年龄

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方向取决于退休年龄大小。在退休年龄较低时，经济
增长率将上升；在退休年龄较高时，经济增长率将下降。
从经济含义上看，延迟退休年龄挤占了个人在年老期的隔代抚养和闲暇

的总时间，个人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后，将同时减少隔代抚养时间和年老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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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时间。隔代抚养时间减少后，将对人力资本产生两个不同方向的影响。一
方面，年轻人生育机会成本提高，年轻人将降低生育率。由于生育数量和质
量存在替代关系，年轻人将相应提高子女的平均教育投入，从而促进了下一
代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年轻人虽然降低了生育率，但是隔代
抚养时间减少依然起到主导作用，导致其用于抚养子女的时间增加，于是劳
动供给时间就会相应下降。由于年轻人劳动过程中存在干中学效应，劳动时
间越长，积累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技能也越高，因此劳动供给时间的下降不利
于年轻人的人力资本积累。
在退休年龄较低时，隔代抚养程度较高，生育率也就较高，于是子女的

平均教育投入相对较低，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边际影响就很大。此时
延迟退休年龄促进下一代人力资本的正向影响就会起到主导作用，从而有利
于经济增长。但是随着退休年龄延迟，生育率下降，教育投入显著上升后，
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边际影响逐渐减少，此时抑制年轻劳动力积累人力资本的
负向影响就会起到主导作用，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并且，退休年龄延迟对
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体现在降低了人力资本代际增长率，而在生育率提高后，
即使人力资本代际增长率下降，总产出增长率也可能会提高。只有当这一负
向影响大于生育率提高的正向影响时，总产出增长率才会下降。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图１中退休年龄影响总产出增长率的拐点值大于影响人均产出增长率
的拐点值。
需要指出的是，模型强调了延迟退休年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向影响体

现在隔代抚养时间降低的渠道上，但是由于延迟退休年龄提高了个人一生的
劳动时间，即人力资本投资获得回报的时间，延迟退休年龄还可能直接促进
人力资本投资。在模型中也可以增加这一渠道。此时设定个人直接关心子女
一生潜在收入的贴现值，即在式 （７）中用ｗｔ＋１ｈｔ＋１＋ｗｔ＋２ｍｔ＋２ｌ／Ｒｔ＋２ 替代
ｈｔ＋１ 。延迟退休年龄后，子女一生的潜在收入提高，但教育投入也就是人力
资本投资的边际效用并不会改变，因此原模型的结论依然成立。这是因为子
女的一生潜在收入是人力资本的线性函数，而效用函数又是ｌｏｇ型。如果把效
用函数拓展为更一般的ＣＲＲＡ型，那么延迟退休年龄后，教育投入的边际效
用就可能会提高，从而激励人力资本投资，此时延迟退休年龄更可能促进人
力资本积累。但是在这一设定下，模型将无法直观地展示出隔代抚养的经济
渠道。考虑到此时延迟退休年龄通过隔代抚养渠道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
机制依然成立，本文采用了更简单的设定，而略去了对这一情形的分析。
在一般均衡下，生产要素价格工资率ｗｔ 和利率Ｒｔ 均为内生，受到了家

庭部门储蓄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重新求解平衡增长路径，知式 （１４）—（１８）
依然成立，且有：

α
１－α

（１＋β＋γθ）
ｎｇ
Ｒ ＋

１
１－α

（１＋αβ＋γθ）ξ
ｌ
Ｒ ＝β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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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增长路径由式 （１４）—（１９）共同决定。为了分析退休年龄的影响，
把式 （１４）—（１９）对ｌ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得到：

ｄｕ
ｄｌ ＜０

，ｄｎ
ｄｌ ＜０

，ｄ［１－（ｖｎ－ｕ）］
ｄｌ ＜０，

ｄＲ
ｄｌ ＞０

，

如果ｌ足够小，ｄｇｄｌ ＞０
；如果ｌ＞

θξ（１＋ｚ）－μＲ
（θ＋μ）ξ

，ｄｇ
ｄｌ ＜０

，

如果ｌ足够小，
ｄ （ｎｇ）
ｄｌ ＞０；如果ｌ＞

θξ （１＋ｚ）－ （２μ＋１）Ｒ
（θ＋２μ＋１）ξ

，ｄ
（ｎｇ）
ｄｌ ＜０．

结论３：在存在隔代抚养且生产要素价格受家庭部门储蓄和劳动力供给影
响的经济中，延迟退休年龄后，结论１和２依然成立。

在一般均衡下，局部均衡中延迟退休年龄的影响机制依然会发挥作用，

但是此时利率也受到了储蓄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延迟退休年龄后，年老人
劳动供给时间延长提高了年老期收入，而年轻人劳动供给减少又会降低年轻
期收入，于是年轻期的储蓄将下降，不利于物质资本积累，导致利率提高。

利率提高直接降低了年老期收入的贴现值，收入效应导致年轻人倾向于降低
子女的平均教育投入，这会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但是，与局部均衡下的经
济机制类似，在退休年龄较低时，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边际影响较大。

延迟退休年龄通过激励教育投入，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即使利率提高，

这一机制仍会起到主导作用。但是在退休年龄较高时，在利率提高和年轻人
劳动供给减少的两个机制影响下，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将放缓。

（三）人口预期寿命和社会养老保障对平衡增长路径的影响

变量ｚ衡量了人口预期寿命，根据式 （１４）—（１９），人口预期寿命也会影
响人口和经济增长。把式 （１４）—（１９）对ｚ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得到：

ｄｕ
ｄｚ ＞０

，ｄｎ
ｄｚ ＞０

，ｄ［１－（ｖｎ－ｕ）］
ｄｚ ＞０，

ｄｇ
ｄｚ ＞０

，ｄ（ｎｇ）
ｄｚ ＞０．

此时仍然关注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后，延迟退休年龄的影响是否会变化。

由式 （１４）—（１９）易知，变量ｚ上升后，退休年龄ｌ对ｕ、ｎ和１－（ｖｎ－ｕ）
的影响并不会变化，但会改变ｌ对ｇ和ｎｇ的影响的拐点。
结论４：在存在隔代抚养的经济中，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家庭隔代抚养时

间、年轻人生育率和年轻人劳动供给时间、经济增长率均上升。并且，延迟
退休年龄更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从经济含义上看，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后，个人年老期的总时间禀赋提高，

个人将同时提高年老期的闲暇时间和隔代抚养孙辈时间。隔代抚养时间上升
后，年轻人生育时间成本下降，年轻人将增加生育率和劳动供给时间。在干
中学效应的作用下，劳动供给时间上升促进了年轻人的人力资本积累。另一
方面，虽然在数量和质量替代关系作用下，生育率上升不利于小孩的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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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积累，但是劳动供给时间延长后个人一生收入也会提高，收入效应又有利
于提高小孩的平均教育投入，促进其积累人力资本，于是人口预期寿命在这
一渠道的影响是中性的。因此综合来看，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后，有助于年轻
人积累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率将上升。根据前文分析，延迟退休年龄对经济
增长的负向影响体现在家庭隔代抚养时间降低导致年轻人劳动供给时间下降。
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后，将提高年轻人劳动供给时间，有利于部分抵消延迟退
休年龄的负向影响，因此其正向影响更可能起到主导作用。
我们进一步引入现收现付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假定政府对劳动收入征

收社会养老保障税，税率为τ。社会养老保障税全部用于为退休人口支付养
老金，每一期养老金为ｆｔ 。因此，个人在人力资本发展期和成熟期的预算约
束式 （３）和式 （６）变为：

ｃｔ＋ｓｔ＋ｗｔｑｔｎｔ＝ｗｔｈｔ［１－（ｖｎｔ－ｕｔ）］（１－τ）， （２０）

ｄｔ＋１＝（１－τ）ｗｔ＋１ｍｔ＋１ｌ＋Ｒｔ＋１ｓｔ＋ｆｔ＋１（１－ｌ） ． （２１）
政府的预算平衡约束条件为：

τｗｔ＋１ｈｔ＋１［１－（ｖｎｔ＋１－ｕｔ＋１）］Ｎｔ＋１＋τｗｔ＋１ｍｔ＋１ｌＮｔ＝ｆｔ＋１（１－ｌ）Ｎｔ．
（２２）

模型的其他约束条件和市场出清条件没有变化。
重新求解一般均衡，可以得到平衡增长路径的条件式 （１４）—（１９）变为：

ｕ＝ ψ
φ＋ψ

（ｚ－ｌ）－ φ
φ＋ψ

（１＋χ）， （２３）

ｎ＝ γ（η－θ）
（１＋β＋γη）ｖ

（１＋ｕ＋χ）＝ γ（η－θ）
（１＋β＋γη）ｖ

ψ
φ＋ψ

（１＋ｚ－ｌ＋χ），

（２４）

ｑ
ｈ ＝

θｖ
η－θ（ ）１＋ξｌＲ（ ）（１－τ）， （２５）

１－（ｖｎ－ｕ）＝
１＋β＋γθ
１＋β＋γη

ψ
φ＋ψ

（１＋ｚ－ｌ＋χ）－χ， （２６）

ｇ＝ζ
１
１＋μ

θｖ
η－θ（ ）１＋ξｌＲ（ ）（１－τ）［ ］

θ
１＋μ

ξ
１＋β＋γθ
１＋β＋γη（ ） ψ

φ＋ψ（ ）（１＋ｚ－ｌ＋χ）［ ］
μ
１＋μ，

（２７）

α
１－α

（１＋β＋γθ）＋（１＋γθ）τ［ ］ｎｇＲ ＋
１
１－α

（１＋αβ＋γθ）ξ
ｌ
Ｒ ＝β

（１－τ），

（２８）
其中，变量χ满足：

τ
１－τ

ｎｇ＋ξｌ
Ｒ＋ξｌ

＋１（ ）χ＝ τ
１－τ

ｎｇ＋ξｌ
Ｒ＋ξｌ

１＋β＋γθ
１＋β＋γη

ψ
φ＋ψ

（１＋ｚ＋χ－ｌ）．

（２９）
这里依然关注退休年龄的影响。通过把式 （２３）—（２９）对ｌ进行比较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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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分析可知，当τ比较小时，退休年龄ｌ对ｕ、ｎ、１－（ｖｎ－ｕ）、ｇ和ｎｇ的影
响方向并没有本质变化。

结论５：在存在隔代抚养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经济中，如果社会养老保
障税率较低，那么延迟退休年龄后，结论１和结论２依然成立。

从经济含义上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并不会直接改变延迟退休年龄的边
际影响。因为根据前文分析，延迟退休年龄直接降低了年老人隔代抚养时间
和年老闲暇时间，进而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时间成本和劳动力供给时间，在
生育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干中学效应的作用下，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
增长产生了两个不同方向的影响。其中，无论是否存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这个经济机制都会发挥作用。因此，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是间接的。

从式 （２３）—（２８）也可以看到，变量ｌ的直接影响依然成立，间接影响体现
在变量χ的变化上。在存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时，延迟退休年龄后，缴纳
社会养老保障税的时间增加，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减少，这会改变个人一生
的收入。收入效应对生育率、教育投入和年轻人的劳动供给都会产生影响，

进而也会影响利率。但是，这些影响都是间接的，影响程度取决于社会养
老保障税税率。当社会养老保障税税率较低时，收入效应的这些间接影响
的程度就会较低，因此延迟退休年龄的直接影响就会起到主导作用，前文
结论依然成立。

四、数 值 模 拟

（一）参数校准

在数值模拟前需校准模型参数。取模型一期为２５年，三期即为７５年。

每一期时间偏好因子β取值０．３６６，即每个季度为０．９９，与多数研究一致。人
口预期寿命的参数ｚ取值０．９，意味着人口预期寿命为７２．５岁，略高于第六
次人口普查数据。初始的退休年龄设定为６０岁，即变量ｌ取值０．４。
由于中国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大致相等，参照多数研究，参数α 取值

０．５。决定生育时间成本的参数ｖ取值０．３５，由于模型并没有区分性别，这意
味着人口生育率最高为５—６左右，与中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人口生育率峰值相
等。参考郭凯明和颜色 （２０１６），决定人力资本形成中教育投入的影响的参数

θ取值０．５。关于决定人力资本形成中年老人和年轻父母人力资本的影响，并
没有直接的实证研究。假定年老人的影响为年轻父母影响的２５％，这意味着
父母人力资本对小孩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弹性为０．４，接近于 Ｄ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Ｑ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的相关实证研究。基于此，参数μ取值０．１，之
后将对参数μ进行敏感性分析。参考郭凯明和颜色 （２０１６），参数η取值为１。
参数φ和ψ决定了年老人对年老闲暇时间和孙辈数量的重视程度，将参数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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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为１后对参数ψ进行校准，之后还将对参数φ 进行敏感性分析。参数ζ
只会影响经济增长率的绝对大小，并不改变其变化情况，也标准化为１。
调整余下三个待定参数γ、ψ和ξ的取值，使得平衡增长路径满足三个目

标：在退休年龄为６０岁时，人口生育率为２，经济增长因子为１，即人口总
量和人均收入保持恒定；年老人隔代抚养时间为０．３５，即此时年老人隔代抚
养刚好抵消了孩子抚养时间，年轻人劳动供给时间为１。暂时不考虑社会保障
制度，即设定社会保障税税率τ为０。定义以上参数和变量取值下的模型为基
准模型。

（二）定量结果

为评估延迟退休年龄的影响，依次提高变量ｌ取值０．０４，即提高退休年
龄１年，重新计算模型一般均衡下的平衡增长路径。图２和表１给出了不同
退休年龄下年老人隔代抚养时间、年轻人劳动供给时间、人口生育率和经济
增长因子的变化情况。

图２　不同人口预期寿命下延迟退休年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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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退休年龄下的模拟结果

增长指标
退休年龄 （岁）

６０　 ６２　 ６４　 ６６　 ６８

基准模型

隔代抚养时间 ０．３５　 ０．２８　 ０．２１　 ０．１３　 ０．０６

年轻人劳动供给 １．００　 ０．９５　 ０．８９　 ０．８４　 ０．７９

人口生育率 ２．００　 １．８９　 １．７９　 １．６８　 １．５７

经济增长因子变化 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４２　 ０．３４　 ０．１３

低人口预期寿命

隔代抚养时间 ０．３１　 ０．２４　 ０．１７　 ０．１０　 ０．０３

年轻人劳动供给 ０．９７　 ０．９２　 ０．８７　 ０．８１　 ０．７６

人口生育率 １．９５　 １．８４　 １．７３　 １．６３　 １．５２

经济增长因子变化 －０．１４　 ０．１７　 ０．２３　 ０．１３ －０．１２

社会养老保障税率为０．２

隔代抚养时间 ０．３３　 ０．２６　 ０．１９　 ０．１２　 ０．０５

年轻人劳动供给 ０．９４　 ０．８９　 ０．８４　 ０．７９　 ０．７４

人口生育率 ２．２３　 ２．１１　 １．９９　 １．８７　 １．７５

经济增长因子变化 ０．００　 ０．６４　 ０．９７　 １．０７　 １．０２

由图２和表１，随着退休年龄延迟，年老人隔代抚养时间、年轻人劳动供
给时间和人口生育率均呈现下降趋势，但经济增长率却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
的倒Ｕ形变化。平均来看，退休年龄延迟１年，将导致年老人隔代抚养时间
下降０．９０年，年轻人劳动供给时间下降０．６６年，人口生育率下降０．０５。在
退休年龄６０岁时延迟退休年龄１年，经济增长因子将提高０．２％；但随着退
休年龄提高，经济增长因子的变化由正转负，拐点在退休年龄为６４—６５岁之
间。因此，图２结果验证了前文结论１－３。
为了检验人口预期寿命的影响，调整变量ｚ取值到０．８６，即人口预期

寿命比基准模型减少１年，重新进行模拟，模拟结果见于图２和表１。把基
准模型与此时的模型结果进行对比，易知更高的人口预期寿命下，年老人
隔代抚养时间、年轻人劳动供给时间、人口生育率和经济增长率均提高。
而且，延迟退休年龄的影响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特别是对经济增长率的
倒Ｕ形影响依然存在，只是在更高的人口预期寿命下拐点的退休年龄更长，
意味着延迟退休年龄更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图２结果验证了前文结
论４。
为了检验社会养老保障税的影响，调整税率τ取值至０．２，重新进行模

拟。并且，为比较延迟退休年龄的影响是否变化，通过调整参数ξ的取值，
使得在退休年龄为６０岁时经济增长因子仍然为１。模拟结果见图３和表１。把
基准模型与此时的模型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到延迟退休年龄的影响并没有
发生本质变化，特别是对经济增长率的倒 Ｕ形影响依然存在。在更高社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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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障税税率时，拐点的退休年龄更长，意味着此时延迟退休年龄更可能促
进经济增长。因此，图３结果验证了前文结论５。

图３　不同社会养老保障税税率下延迟退休年龄的影响

（三）敏感性分析

这一小节检验基准模型中参数μ和φ取值是否会显著影响数值模拟结果，
即在保持其他参数和变量取值不变的情况下，分别调整待检验的参数取值，
比较延迟退休年龄的影响是否会显著变化。表２给出了此时人口生育率和经
济增长因子变化的情况。

表２　基准模型部分参数的敏感性分析结果

参数取值 增长指标
退休年龄 （岁）

６０　 ６２　 ６４　 ６６　 ６８

μ＝０．１０，φ＝１．０
人口生育率 ２．００　 １．８９　 １．７９　 １．６８　 １．５７

经济增长因子变化 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４２　 ０．３４　 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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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参数取值 增长指标
退休年龄 （岁）

６０　 ６２　 ６４　 ６６　 ６８

μ＝０．０５，φ＝１．０
人口生育率 ２．００　 １．８９　 １．７９　 １．６８　 １．５７

经济增长因子变化 －０．００　 ０．６０　 ０．９７　 １．１８　 １．２６

μ＝０．１５，φ＝１．０
人口生育率 ２．００　 １．８９　 １．７９　 １．６８　 １．５７

经济增长因子变化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４１ －０．９０

μ＝０．１０，φ＝０．５
人口生育率 ２．１０　 １．９９　 １．８８　 １．７７　 １．６６

经济增长因子变化 ０．２５　 ０．６２　 ０．７４　 ０．６９　 ０．４９

μ＝０．１０，φ＝１．５
人口生育率 １．９０　 １．８０　 １．７０　 １．６０　 １．５０

经济增长因子变化 －０．２５　 ０．０５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２２

由表２可知，其他参数取值不变，提高参数μ取值后，相同退休年龄下
人口生育率不变，但经济增长率更低。从延迟退休年龄的影响上看，其对人
口生育率的负向影响没有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正向影响将减弱，更可能产
生负向影响。比如当参数μ取值０．０５时，延迟退休年龄对经济增长始终产生
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程度随着退休年龄的延长而逐渐减弱。但当参数μ取
值提高到０．１５时，延迟退休年龄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随着退休年龄延长也依
然由正转负。而且，经济增长率由正转负的拐点的退休年龄更低，意味着此
时延迟退休年龄更可能抑制经济增长。
根据前文理论，延迟退休年龄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两个方向相反的影

响，其中负向影响机制是年轻人劳动供给时间下降，在干中学效应作用下将
更慢积累人力资本，因而年老人的人力资本水平更低，不利于小孩形成人力
资本。这一负向影响机制的影响大小取决于小孩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年老人
的人力资本的影响，即参数μ。参数μ取值越大，延迟退休年龄对人力资本
形成的这一负向影响越大，因而更可能抑制经济增长。

其他参数不变，提高参数φ取值后，相同退休年龄下人口生育率和经济
增长率更低。但从延迟退休年龄的影响上看，对人口生育率的负向影响没有
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随着退休年龄延长也依然由正转负，而且经济增
长率由正转负的拐点退休年龄也没有显著变化。
根据前文理论，参数φ取值越大，年老人对年老闲暇时间越重视，此时

隔代抚养程度将会下降，导致生育时间成本上升，于是年轻人的生育率和劳
动供给都会下降。年轻人的劳动供给下降又会进一步阻碍其积累人力资本，
使得年老人的人力资本水平更低，因而也不利于小孩形成人力资本，导致此
时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更慢。但从延迟退休年龄的影响看，延迟退休年龄后，
隔代抚养程度依然会下降。参数φ 取值只会改变隔代抚养程度的绝对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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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直接影响延迟退休年龄对人力资本的两个相反方向的影响的相对大小，
因而延迟退休年龄对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没有本质变化，拐点的
退休年龄也变动很小。

五、总　　结

本文将前沿的统一增长理论与中国特色的家庭隔代抚养文化相结合，研
究了延迟退休年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延迟退休年龄挤出了年老
人的隔代抚养时间，对人力资本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影响：一方面提高了年
轻人生育机会成本，在数量和质量替代关系的作用下，年轻人降低生育率，
提高子女的平均教育投入，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降低了年轻人
劳动供给时间，在干中学效应的作用下，年轻人更慢积累工作经验和工作技
能，从而阻碍人力资本积累。在这两种渠道作用下，存在使经济增长最快的
最优退休年龄：在退休年龄较低时，延迟退休年龄将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即
使人口增长放缓仍能提高经济增长率；但在退休年龄较高时，延迟退休年龄
将阻碍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人口和经济增长率。
为应对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延迟退休年龄也是政府必然的政策选择。结

合前文结论，以下两个视角有助于政府更全面地评估中国延迟退休年龄的影
响。一方面，中国当前退休年龄相对较低，且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此时
延迟退休年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这意味着延迟退休年龄
不但直接提高了年老人的劳动供给时间，而且间接促进了劳动力质量和人均
收入的快速增长，有利于缓解老龄化加深对社会保障资金平衡和经济稳定增
长造成的负向影响，这一政策本身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另一方面，延迟退休年龄的负面影响也应当得到重视，在这一政策推行

的同时，其他相关政策也有必要相应调整。延迟退休年龄通过挤出年老人的
隔代抚养时间，提高了年轻人的生育成本，降低了年轻人的劳动供给时间和
生育率，这不但部分抵消了年老人劳动供给时间延长对劳动力数量的正向影
响，而且本身也不利于年轻人积累工作经验和提高工作技能，对劳动力质量
提高产生负向影响。因此，在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同时，政府应当结合放宽
生育限制、延长男女产假时间、提高生育补贴、发展家政服务业等相关激励
政策，缓解这一政策对人口生育率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向影响。并且，政府
还应当采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方式，谨慎关注退休年龄对经济长期增长
的负向影响，如果随着退休年龄延迟，这一负向影响逐渐增大并起到主导作
用，那么就应当保持退休年龄稳定。
本文模型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首先，延迟退休年龄可能直

接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时间，这一经济机制也会影响劳动力供给的数量
和质量，还可以做更深入的研究。其次，文章中提到的隔代抚养在城乡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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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别可能是导致生育率和教育投入的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未来可以使用
微观家庭调查数据对此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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